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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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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
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
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
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
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
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
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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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最重要的和发展变化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从最根本上，这个
学科关注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分布的规律及其支
配力量是什么？这些活动是怎么跨越不同的地点在空间上组织起来的？为什么有些活动只
发生在特定的地点？为什么有些活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上进行转移？我们在哪些方
面可以调控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这些问题既与社会真实生活息息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到就业、收入、社会福利、生活环境等；也与政府的管理决策密切相关，关乎国土空间
的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1]。也就是说，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接地气”
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国家战略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东北振兴规划、出台主体功能区划、编制重点地区的区域规
划等方面，经济地理学者都发挥了主要的技术支撑作用。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广泛参与
了全国国土规划编制、数次灾后重建规划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
等工作[2]。相应地，区域差异、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主体功能区划等成为中国经济
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3-9]。与此同时，西方人文地理学界也出现了对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
接轨的热烈讨论[10-14]，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的“政策转向”。最近，在英国的大学评估
中，社会影响 (Impact Case) 被赋予了重要的权重[15]。

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两大新的机遇。一是由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
科学理事会联合发起的“未来地球”计划 (Future Earth)。该计划特别强调了面向地球环境
管理决策的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而这恰恰是经济地理学的突出特点，即交叉性和综合
性。一方面，影响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以及经济、社会、
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在地表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正在强烈地改变着自
然格局，造成了各种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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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6]。这个特点使经济地理学成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纽带；离开对人类经济活动的
空间规律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透视各种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未来地球”研究
计划的提出，更加显示了经济地理学的交叉性学科以及与政府决策紧密相连这两个特点的
价值和意义，也必将推经济地理学更加重视与宏观管理决策相关的研究议题。二是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将“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目标之一。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
从单纯的目标导向转向“标本兼顾”，开始重视建立和完善实现目标的体制和机制，即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当前中
国治理体系最大的变化，将影响中国今后很长时期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经济地理学
需要更加重视国家的战略需求，围绕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展学术研究，进一步提
高经济地理学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也即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

2 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

“治理”的内在涵义是国家事务和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空间治理则是指通过资源配
置实现国土空间的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以及各地区间相对均衡的发展。与此前的

“管制”概念不同，“治理”强调的是多方参与，其中政府仅是权威的一方，其他方面包括
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法制等。基于这种理解，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可视为政
府职能、市场机制、社会参与和法制作用的有机组合；在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政府、
市场、社会和法制的作用程度有差别[15]。“治理”摈弃了传统的二分法 (如市场与计划)，
承认政府、市场、社会和法制在国家管理中的不同作用，因而它是个中性概念。即使是在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谓的“莱茵模式”和“安格鲁—美国模式”[17]。过去10多年来，国
外学者发明了很多理论概念来解释我国的发展成就[18-25]。不能说这些概念都没有解释意
义，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中国独特的治理结构。因此，国家治理结构既是深入进行“中国研
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关键着眼点，也是理解中国空间治理方式、手段和成效的基础。

政治体制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且政治手段往往也是重要的治理工具。但是，中国经
济地理学者很少关心政治体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治曾被视为研究的禁忌；二是过
去30年经济地理学者主要关注了地方尺度和全球尺度的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政
治体制是国家尺度的。表面看起来，政治体制与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不大相关，然而要理
解中国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一个单一执政党国家，即中国
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这决定了中国治理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的选择，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当前治理结构
的基础。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承认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引入市场机
制和尝试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了市场在配置资
源上的决定性作用，将政府职能和作用界定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
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
补市场失灵”。同时，在发挥人民大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制度作用的基础上，“决定”提出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此外，“决定”还在依法治国和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制
定了明确的改革任务。应该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已逐步走向现代化，关键在
于如何落实。

在这个治理框架下，协商民主制度、干部管理制度等因素对于空间治理意义重大。由
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治理的领导地位，因而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治理成败的关键。在这
方面，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制度是关键。切实发挥好协商民主制度的作用，可以使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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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决策基础的广泛性和决策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治理能
力还在于其组织机构和干部管理制度；严密而完整的组织机构是其具有强大的自上而下的
决策执行力的基础。相应地，中国共产党有严格的分级干部管理制度。这个管理制度、特
别是基于指标的绩效考核有效地调动了地方干部在发展经济上的积极性，也造成了其过度
追求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影响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但这方
面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

除了政治体制外，行政结构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建立了以省、地、县、乡 (镇) 为骨架的行政管理体系。其中省级单元是很稳定的，仅有
的两次省级行政区划调整是1988年海南设省和1997年重庆设直辖市。但是，改革开放之
后省级以下行政单元调整非常剧烈，主要是撤地设市和撤县设市。另外，为了推进渐进式
改革，中国设立了一些特殊空间单元，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等。这些各种类型的“飞地”是尝试特殊治理措施的“试验田”，成功的经验往往会推广
到全国。早期这些“飞地”的管理机构都是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既享有很多上级政府
的管理权限，又具备企业化运作能力，因而在推动开发上有很多优势。缺陷是不具备社会
管理职能和能力。近年来，由于开发区经历着从工业区到综合性城市新区的转变，大部分
开发区的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机构合并成为区级政府。最近，“新区”逐步成为新的特殊
治理方式 (这不同于单纯的城市建设新区)。大的如重庆两江新区、成都天府新区、西安西
咸新区、兰州新区等等，小的如西安市内部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
等。这些特殊治理方式对空间治理效果的影响还远未得到研究和认识。此外，行政级别、
条块分割、中央—地方关系、市带县等与行政体制相关的因素，都影响着空间治理的手段
和效果[24]。

文化是当代经济地理学者再熟悉不过的因素了。自“文化和制度转向”以来，经济地
理学家已经广泛地研究了文化因素在地理变化中的作用[25]。但是，这些研究要么关注企业
层面或产业层面 (如创意产业)，要么关注全球—地方关联中文化的作用。出于各种各样的
原因，近 30年来经济地理学者很少关心国家尺度的宏观经济变革和经济地理空间变化。
直到最近，参与资本主义多元化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讨论的经济地理学家才重新关注
国家尺度[17]。事实上，基于特别的人力和物力禀赋，每个国家都会发展出在文化上独特的
治理结构。文化不但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方式，也影响着政府—社会关系。一个国家的治理
体系 (大到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行为方式，小到企业内部管理方式和企业间关系) 与文化传
统密切相关；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民众 (社会) 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治理方式。

过去2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
认为，儒家价值观在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的成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6-28]，这些观念包括忠
诚、集体观念、和谐、尊重长者、服从权威等。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将儒家
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后者实际上是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
共同形成的，尽管儒家文化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不同思想不
是排他性的而是相互并存、相互渗透的。此外，关于文化因素对中国治理结构的影响，也
不能局限于传统文化。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化思
想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27, 29]；当代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也是如此。在文化因素中，等
级观念、集体观念、服从权威、关系等潜意识对于理解中国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24]。

3 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

政治体制、行政结构和文化传统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的基础，在某些方面也
是其具体表现。其中，党政关系、协商民主制度、干部管理制度、“条块”关系、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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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关系、市带县体制等是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因素则影响着具体的治
理方式。在这个治理体系中，政府是通过管人 (干部、人口流动)、管钱 (财政、税收、金
融) 和管地 (建设用地管制、用地功能管制) 来实现空间治理的。主要涉及到规划体系、土
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等手段。
3.1 规划体系

计划体制曾是中央计划经济的象征和主要手段。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中国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发生“大崩溃”，而是不断适应经济变革
的需要逐渐演化为规划体系，成为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空间规划的地位和作
用正在上升。主要原因有二：① 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差异巨大的国
家，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十分突出，需要用空间治理手段来缩小差异；② 由于政绩考核体
系和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等原因，各级地方政府都不顾自身条件盲目追求高增长，导致一
些地区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需要用空间治理手段
来约束地方的发展。因此，近年来中国逐步实施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
区域规划、全国国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一系列空间治理措施。但是，由于缺少上位的
法规，这些措施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模糊的，相关部门在争取治理权限上存在竞争[24]。

近10年来，中国空间治理的特点是“自下而上”力量的加强。2005年以来，国务院
批复或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大量区域规划或区域性指导意见。这些规划或意见
中，有的来自中央的意志，有的则是地方的意愿。不少具有地方意义的区域战略，在地方
政府的积极游说下通过国务院的批复纷纷成为“国家战略”。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央—地
方关系的新变化，体现出在现有治理结构下“自下而上”力量的加强。这些现象也表明中
国目前的空间治理单元过于宏观，需要降尺度、精细化和精准化。在今后空间治理的目标
上，应包括以下三个维度：增强空间开发效率 (特别是培育和加强全球竞争力)、保持空间
开发的均衡性 (维护社会公平与和谐)、加强国土空间的安全性 (加强生态安全、资源保障
和地缘稳定)。
3.2 土地制度

土地是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也是居民点发展的承载体。土地制度不仅是一
个国家的根本性制度，也可以成为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根据
宪法私人无法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制度具有鲜明的城乡“二元性”和政府垄断性，即
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两者之间的流动由政府垄断。另外，由于
人均耕地少，中国实施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经过多年的不断改革，目前中国实施差异
化的国有土地出让办法，即建立土地交易市场、按类型实施不同出让办法。商业、旅游、
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而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军事单位、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国家重点建设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用地，仍然采用划拨方式。当前对土地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房地产、城市
建设等领域，尚缺少对于其对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公平性影响的研究。

在土地制度中，两个因素在空间治理中的作用最大。一个是建设用地的配额制度，另
一个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其中，前者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最有效的约束机制之
一。近年来，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配额的博弈或方法创新层出不穷。在地区内部，建设用
地配额的分配与权力结构有关。例如，省会城市在省内额度分配中占有优势，而地市级政
府倾向于用更多额度来保障市区的发展，从而减少下辖县的用地额度。土地增值收益的分
配机制对空间治理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配额制度。由于建设土地的稀缺性，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后增值空间巨大，这是政府的垄断性收入。过去10年中，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部分
来自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出让中产生的溢价增值，这导致了大多数城市的建设高度依赖
土地出让收入，也使很多城市政府成为土地运作的“高手”。由于土地出让溢价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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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娱乐和商品住宅用地，因而各级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的关系已经很难理清了。这
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空间治理中的缺陷。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目前已经确立了农户的主体地位
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地位。但是，在承包经营权的合规流转以及未来的继承权上，仍
有很多没有解决的体制和政策难题，从长远角度看这将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由于中
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基本社会保障的作用，进城农民依托于承包土地的社
会保障如何转化为真正规范的社会保障，是未来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治理问题。此
外，在农村土地利用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部分，即宅基地和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 (如原来
的乡镇企业用地)。由于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市场的二元性，这两类土地都只能在农村集体
内部进行流通。其未来的流通性，具有重要的空间治理意义。
3.3 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被国外学者关注最多的治理措施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
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和地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广泛地研究了户籍
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含义。其中，地理学家主要关注户籍制度对中国城
镇化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 30-33]。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最初设立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
粮油供应，但随后城市户口却附加了很多具有含金量的社会保障，成为身份标识。限制迁
徙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是违宪的。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它只是一个“临时
性”的治理措施，但却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如果没有实施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很难想
象当时的政府能够渡过危机和难关[24]。城市的混乱状况、失业问题和贫民窟现象将不可避
免。可以说，当时的政府以农民的不公平待遇为代价维持了城市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当
然，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实施，离不开中国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以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的支撑。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直在探索户籍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逐步取
消对人口从农村到城市流动的限制，以及逐渐缩小绑定在户籍之上的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
差别。最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
户口登记制度。即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
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即将退出历史
舞台。尽管随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和整合，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已经大幅度下
降，但这个举措还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这对于空间治理和城镇化有什么影响，还有待
观察和研究。但是，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籍登记办法，还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进行户籍
迁徙。大城市“积分落户”等措施仍将受到道德和公平的审问。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
很多农村人口并不愿意将户籍转为城市户口[24]。

此外，伴随着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形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式劳动力市场。已经有很多研究对这种迁徙式工作对于农民和农村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较少被注意到的一点是，大规模的流动农民工现象是中国在较长时间
里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重要基础。这些农民工以家乡的承包土地为后盾 (基本社会保
障)，到城市中打工并接受低廉的工资。如果没有承包土地作保障，如此低廉的工资可能
难以维持其家庭的生存。当然，农民工流动性过高也带来问题，即人力资本难以积累。这
正是中国目前缺少熟练技术工人的原因之一，也是产业升级所面临的问题。
3.4 财税体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在寻求发挥地方积极
性和维护“政令畅通”之间的寻找平衡。一方面不断“简政放权”，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
济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不断探索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管治措施。除了干部管理制度、规划
体制、土地制度外，另一个具有重要空间治理作用的措施是财税体制。

1113



69卷地 理 学 报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收统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灶吃饭”，再到1994年的“分
税制”，中国的财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34]。一方面，中央政府统筹资源和维持地区间相
对均衡发展的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随着事权不断下放，导致大量地方政府财权和事
权不匹配，相关的批评和抱怨日益增多。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中央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通过两种方式转移到地方政府支出[24]。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直接拨付给地方 (块块)；二是专项转移支付，通过政府部门 (条条) 下拨给地方。一般性
转移支付是为了支持财力薄弱地区和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安排给地方的
支出补助。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
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工资调整转移支付等。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宏观
调控目标和发展目标，以及为因事权下放而需要补偿地方而设立的补助资金，主要包括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持农业、生态建设等。

近几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均衡性转移
支付，其目的是保障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基本均衡。由于通过“条条”下拨的专项转移支
付具有严格的使用目的，地方政府很难因地制宜地使用这些钱。例如，在生态建设中，不
该种树的地方一定要种树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因此，财政转移支付改革的方向是规范和增
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包括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事
权，使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这实际上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天平再次向“块块”倾
斜的表现。这些改革必将对中国的空间治理手段和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4 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

本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国家战略需求以及“未来地
球”计划这个科学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在新形势下经济地理学需要重视并开展面向空间治
理的相关研究，并就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空间治理手段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其中关于治理手段，本文主要谈到了空间治理中政府的手段，但这并不表明政府是目前空
间治理的唯一权威力量。中国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已经给国外学术界留下了

“强政府”的印象。但是，实际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引入了市场机制。
当然，西方学者过去习惯于关注市场机制下的空间变化，将制度、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

“花边”。这种思维传统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变化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客观、全面
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经济地理学者才能做出更有科学价值和实
践意义的研究结论。

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受到了国外研究潮流的很大影响。一方面，在
区域发展、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系统等方向上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思潮上
受到了“制度和文化转向”以及“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等的影响。尽管这些“转向”
影响下的研究纷纷重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于地方发展的影响，但是研究因素的尺度往往是
地方的。其背后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经济全球化
在一定程度上“穿透”了国家这个“细胞膜”，跨国公司通常直接落到地方。“全球—地
方”关系变得异常紧密起来，而国家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新自由主义”则推崇自由市
场机制，鄙视政府干预的作用。这两个原因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忽视了对国家尺度因素的研究。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
的冷却，国家尺度的因素和变化才又回到主流研究者的视野中。特别是，在“多元化资本
主义”学派中，国家治理模式被置于核心位置。这种变化的内在含义是，经济地理现象一
定发生在国家治理结构之中。离开对国家治理结构的理解，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都将会是

“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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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治理结构视角下透视经济地理现象，既要探索市场机制下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也要分析政府的空间治理手段和措施，还要研究社会参与在空间治理中的作用。而其中的
实质问题是要素资源是如何在不同地点或不同区域间进行配置的，市场、政府和社会分别
起到什么和多大作用。在本文所述各种治理结构要素和主要空间治理手段之中，有些对经
济地理空间变化的影响很大，但未得到系统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另外，在这个复杂的治理
结构之中，不同要素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如何，就目前的研究积累而言就更难阐述清楚了。
如何能够做到提纲挈领，是从国家治理结构透视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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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for spatial governance

LIU Weidong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eography is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geographical practices in the real
world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state's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o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helping to understand spatial issues and solu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us, the discipline's vitality lies with its capability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 is facing two
critical challenges or opportunities. Fir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uling party, lists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as a major target of
deepening reforms in China, which indicates reforms in the country are moving from target-
oriented (i.e.,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to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nd capability
enhancement. Second, recently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co- launched a large scientific program, i.e. the Future Earth, which
call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r managing the Earth's environment and mo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 national committee on Future Earth.
The program emphasizes the connection of research to decision-making of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Against these two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suggests an economic geography for
spatial governance to lift the discipline's capability to engage wi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n
the paper gives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cultural basis on
which China's unique governance structure has developed, as well as a general picture of
major tool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for spatial governance, including planning,
land, Hukou, and fiscal and tax systems. This paper argues economic geographers can do a
better job only if the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theor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lthough they were inclined to do research either at local and global
scales or global-local connections and ignored the national scale in the past.
Key words: economic geography; na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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